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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智人”相关术语概念的溯源以及演化地位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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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更新世的东亚地区存在一些解剖特征介于直立人与智人之间的古人类类群，被

用于指示这些类群的术语包括“早期智人”“古老型智人”“古老型人类”“海德堡

人”“大荔人”等。本文梳理了这些术语出现与概念演变的过程。这些术语的提出多反映

了当时古人类学科的主流观点和发展趋势，主要涉及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化石分类系统

的合并与简化和20世纪70年代支序系统学思想在古人类研究中影响力的扩大。在指代东亚

中更新世晚期的人类化石时，若表述中不包含种名，可通过地域和时代加以限定，中文使

用“东亚中更新世晚期古老型人类”，英文使用“East Asian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archaic
Homo”；若希望使用正式的人属物种名称，可使用最早正式提出的“大荔人”（Homo da-
liensis）。关于东亚中更新世晚期古老型人类的演化地位，目前主要有3种观点：①本土直

立人向现代人连续演化的过渡类型；②属于海德堡人；③是丹尼索瓦人。本文基于近年来

新的形态、分子、年代、考古证据提出了其他3种可能性：④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支系分

化之前分离出来；⑤由欧洲不属于尼安德特人支系的中更新世人群迁徙到东亚形成；⑥在

中更新世由非洲扩散而来。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具有较高的形态多样性，指示同时

存在多个古人类类群或多条人类演化支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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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更新世的不同时期，世界各地存在一些新类型的古人类类群（图1）。他们在部

分解剖特征上与直立人类似（如粗壮的咀嚼系统），但在其他特征上又相似于后来的智

人和尼安德特人（如更大的颅容量）[1-3]。这些发现于世界各地的化石具有整体相似的形

态，又在具体解剖特征上表现出较大的变异。在人属的演化过程中，某些重要生活方

式或工具技术的建立和转变同样与这些古人类类群存在密切联系，如阿舍利技术的演

变和向欧亚大陆的扩散[3-6]、阿舍利技术向石器时代中期技术的转型[7-11]、可控的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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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火[12-15]、人属物种首次移居更高纬度地区[16-19]等。通过对这些中更新世古人类类群的

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审视现代人在体质特征、行为模式、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起源

和演化细节。

目前已有的化石证据显示，这些新类型的古人类于约30万年前出现在东亚[20]，并

于约10万年前消失[21]。这一人群的典型代表有距今约30万—20万年的华龙洞人[20]、大

荔人[22-25]、金牛山人[26-28]、马坝人[29-31]，距今22.4万—16.1万年的许家窑人[32]和距今12.5
万—10.5万年的许昌人[21]，距今约16万年的夏河人[33]，以及早于14.6万年前的哈尔滨龙

人[34]。东亚中更新世新类型的古人类同时具有原始和进步的形态特征，呈现“镶嵌”状

态。在头骨上，原始特征包括低矮的颅穹、后倾的前额、粗壮的眶上圆枕和圆枕上沟、

较厚的骨壁、留存有矢状隆起等，进步特征包括扁平的面部、脑量相对增加（1120—
1800毫升）等[20,21,35-38]。在下颌骨上，原始特征包括粗壮的下颌体、宽阔的下颌支、侧面

观不对称的下颌切迹等，进步特征包括位于外侧的下颌切迹脊后部、开放的下颌孔、接

近垂直的下颌联合部前部、出现现代人特有的颏三角雏形等[20,39]。在牙齿上，原始特征

包括粗壮的门齿、复杂且粗壮的齿根结构等，进步特征包括第三前臼齿的齿冠轮廓趋于

对称等[20,40,41]。
为指代这些生活在中更新世、解剖特征介于直立人与智人之间的古人类类群，国内

图1 中更新世非洲、东亚、欧洲代表性的人类化石[20,21,33,37,38,42-57]
Fig. 1 Representative hominins from the Middle Pleistocene in Africa, East Asia, and Europe[20, 21, 33, 37, 38, 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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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相关研究使用了多种在定义上存在差别却又在概念上部分重叠的专用术语，如“早

期智人”“古老型智人”“古老型人类”“海德堡人”等。这些术语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

被提出，术语的内涵随新化石的发现和人类演化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中文术

语的概念能否在英文中找到直接对应，在早期研究中提出的术语是否依然适用于当前的

古人类学研究，这些问题均值得深入梳理和讨论。与此同时，中更新世作为人类演化的

关键时期，该阶段人群与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演化关系，亚非欧不同地区中更

新世人群间的亲缘关系，不同时代和地区中更新世古人类类群的分类问题均存在巨大的

争议，被称为“混乱的中更新世”（muddle in the middle）[43,58,59]。本文将梳理“早期智

人”等中更新世人类常用术语的使用历史，追溯这些术语出现与概念演变的过程，并介

绍东亚中更新世人类演化的几种观点。

2 “早期智人”相关术语概念的溯源

2.1 早期智人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以吴汝康为代表的学者常使用猿人阶段、古人阶段、新人阶

段来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三段。这种三段式划分法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60]。
其中，第一阶段“以爪哇发现的爪哇猿人和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为代

表”（即爪哇直立人和北京直立人），第二阶段包括“在欧亚非各地发现的尼安德特类型

的人”，第三阶段“除具有微小的原始性质外，基本上已和现代人相似”[61-63]。同时，由

于南方古猿研究的进展，人类学家基本认同南方古猿应包括在人的范围之内，故部分学

者又在猿人阶段之前增加了一个南方古猿阶段[60]，进而将人类历史分为四大阶段，即南

方古猿、猿人、古人、新人，这些阶段代表由原始到进步的顺序。

1975年，吴新智提出了自己关于早期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方法：仍沿用过去的猿

人、古人、新人三段式名称，但将猿人分列为两个阶段，分别称为早期猿人和晚期猿

人，南方古猿中能制作工具的归入早期猿人，直立人则归入晚期猿人[64]。该文首次使用

了将某一历史阶段二分的方法（早期、晚期），并对智人（新人）和尼人（古人）是应

按较小的体质差别归入一个智人种还是应按社会经济形态的较大差别划开为两个阶段的

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1976年，吴汝康等在介绍人类发展的过程时正式使用了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或猿

人）、早期智人（或古人）、晚期智人（或新人）的四段式划分方法，此时“早期智人”

与“古人”的概念完全相同，仍指“尼安德特类型”的古人类[65,66]。这一人类发展史的

划分方法以及术语“早期智人”在之后迅速被学界采纳并被广泛使用[67]。如1982年、

1983年于安徽巢县发现的中更新世人类枕骨和上颌骨化石被认为“可能属于早期智

人”，“具有早期智人特征”[68,69]；1984年吴茂霖[70]在讨论贵州桐梓发现的人牙化石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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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认为“桐梓人类化石似应属直立人，而不是以前认为的早期智人”；1988年吴汝

康[35]在分析辽宁营口金牛山人头骨化石时认为“它属于早期智人类型而不是猿人”等。

1982年，吴汝康[67]对“早期智人”的定义进行了更新：“早期智人阶段包括更新世中期后

一段时间内和更新世晚期前一段时间内的原始人类。他们已具有与现代人更接近的特

征，但仍带有相当多的原始性质。”

“早期智人”一词的英文直译为“early Homo sapiens”，涉及“早期智人”的中文文献

也多在其英文版标题和摘要中直接使用“early Homo sapiens”来对应“早期智人”[35,68-71]。
“early Homo sapiens”一词在英文出版物中出现得很早，如1969年在报道埃塞俄比亚西南

部奥莫河（Omo）区域发现的人类化石时便使用了该表述方式[72,73]。在该文中，“early
Homo sapiens”的具体含义为“智人非常早期的代表”，并不同于中文术语“早期智人”

最早提出时的内涵——古人，即尼安德特类型的人（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
20世纪80年代开始，“early Homo sapiens”开始频繁出现在英文学术出版物中。如1980
年，Wolpoff[74]在分析欧洲中更新世的古人类头骨化石时使用了“early Homo sapiens”；
1983年，Magori和Day[75]使用“early Homo sapiens”来称呼发现于坦桑尼亚北部莱托里

（Laetoli）地点的LH18头骨化石，Rightmire[76]使用“early Homo sapiens”来称呼发现于

坦桑尼亚北部恩杜图（Ndutu）湖的头骨化石等。总体来说，对世界范围内的古人类化石

而言，“early Homo sapiens”并不一定指代“早期智人”所对应的类群，只有在指代东亚

的标本时可以基本对应。

2.2 古老型智人

与“early Homo sapiens”关系密切且概念相近的另一个术语是“archaic Homo sa-
piens”，该术语的使用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3年，Klein在讨论罗德西亚人的具体

年代和演化位置时使用了如下表述：“就形态等级而言，无论他们是被视为晚期类型的直

立人（late Homo erectus）还是古老类型的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显然它们在直立

人—智人这一连续演化链条上的位置比Coon认为的更早。”[77]在该文中，“archaic Homo
sapiens”还未作为指代某一具体古人类类群的术语使用，而是和“late Homo erectus”一

词配合描述具有过渡形态特征的罗德西亚人的演化位置。1974年，Howells在讨论尼安德

特人的各种称谓以及部分标本是否应被称为尼安德特人时，推荐使用“archaic Homo sa-
piens”一词来指代这样的人群，这个人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尼安德特人，但成员应具

有相似的古老程度”；“archaic Homo sapiens大约等同于所谓的尼安德特人阶段，显然任何

假想的人类演化谱系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但糟糕的是这个阶段被打上了尼安德特人

的标签”[78]。在Howells的观点中，他提出“archaic Homo sapiens”是为了谨慎地避免“尼

安德特人”一词被滥用，进而导致“尼安德特人”变成“一个世界范围内同质的、普遍

存在的人群”。

之后“archaic Homo sapiens”开始作为指代特定古人类类群的术语频繁出现在正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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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出版物中。如1976年，Howells在讨论现代人演化与迁徙的不同观点时使用了如下表

述：“晚近的人类和已知的早先人群之间没有可靠的直接联系，无论这些人群是被归为直

立人（Homo erectus）还是archaic Homo sapiens。”[79]在该处“archaic Homo sapiens”已被视

为可直接与直立人并列使用的古人类类群。这种将直立人与“archaic Homo sapiens”并列

使用的表述方式还出现在1978年Conroy等[80]、1979年Stringer等[81]的论文中。1976年，

Rightmire在讨论撒哈拉以南非洲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的古人类化石时使用了如下表

述：“罗德西亚人的头骨大体上相似于尼安德特人和其他的archaic Homo sapiens。”[82]该处

的“archaic Homo sapiens”符合“尼安德特人阶段”的内涵。1980年，Wolpoff在综合分析

欧洲中更新世的头骨化石时将尼安德特人标本全部归入“archaic Homo sapiens”，但在正

文中几乎仅使用“尼安德特人”而非“archaic Homo sapiens”来称呼这些标本[74]。就

“archaic Homo sapiens”一词在其出现早期的使用情况来看，大部分研究者对该术语的

认识存在共性，即都认同“archaic Homo sapiens”是由与尼安德特人古老程度相似的古

人类构成的类群，这个类群包括尼安德特人，但在具体使用时一般仅用于指示不属于尼

安德特人的标本，对尼安德特人依然倾向于直接称呼为尼安德特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archaic Homo sapiens”一词在英文学术出版物中的广泛使用也影

响了中文的相关研究。如1988年吴新智在对比中国和欧洲中更新世人类化石时，标题及

正文中使用的还是“中国和欧洲早期智人”[83]，但到1994年对比中国和非洲中更新世晚

期与晚更新世早期的人类化石时，标题和正文中的表述已经变为“中国和非洲古老型智

人”[84]。在1994年的论文中，虽中文标题和摘要使用“古老型智人”，但英文版仍使用早

期智人的直译“early Homo sapiens”。在1995年吴新智与Poirier主编的《中国人类进化》

（英文版）一书中，关于早期智人的一章虽在摘要与标题中使用“archaic Homo sa-
piens”，但在正文中全部使用“early Homo sapiens”[85]。在这些研究中，“早期智人”和

“古老型智人”所指代的标本没有任何差别，故该时期舍弃在中文研究中已广泛使用的

“早期智人”而转为使用“古老型智人”很可能是受到英文术语“archaic Homo sapiens”
影响的结果。虽然早在1981年，吴新智在归类大荔人头骨化石时便使用了“早期智人古

老类型”的表述，但该表述方式仅是表明大荔人是“属于早期智人的一种古老类

型”[86]，“古老型智人”这一中文术语的正式使用确实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早期

智人”和“古老型智人”开始在中文研究中混用，甚至会同时出现在一篇论文中[87-91]。

2.3 古老型人类

除“早期智人”和“古老型智人”外，还有一普遍用于指示中更新世古人类类群的

中文术语——“古老型人类”。“古老型人类”一词可以对应的英文术语有三种：“archaic
hominid”（古老型人科成员）或“archaic hominin”（古老型人族成员）或“archaic
Homo”（古老型人属成员）。其中，“hominid”即是林奈分类系统中的“Hominidae”（人

科），包括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和人类；“hominin”即是林奈分类系统中的“Ho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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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人族），一般被认为包括人类和其灭绝的近亲。也有观点认为还应在人族中加入黑

猩猩。

“archaic hominid”一词的使用至少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1976年，Howells[79]在讨

论现代人的演化与迁徙时使用了如下表述：“一种假说是现代人直接源自本地更古老的人

科成员（more archaic hominids）。”该语境下“archaic hominids”显然不是作为独立的术

语使用，“hominids”类似于非正式的中文词汇“人类”，再对其加以“more archaic”（更

古老的）进行修饰。1983年，Stringer[92]在分析佩特拉罗纳（Petralona）头骨化石时以类

似的方式使用了“archaic hominid”：“......似乎是一个还未分化的古老人科群体（undiffer-
entiated archaic hominid group）的成员，他们因为与更晚的更新世人科成员（later Pleisto-
cene hominid）共享一些共有衍征而区别于典型的直立人，又因为保留假定的直立人祖征

而区别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型智人。”在此处，“hominid”同样是仅作“人类”泛称使

用，对其加以“undifferentiated archaic”“later Pleistocene”等定语修饰，后置的状语才是

确定所指类群的描述。可见“archaic hominid”在最早使用时并不直接指示任何具体的古

人类类群，作者必须附加描述语句对其进行明确。由于“archaic hominid”这种搭配频繁

出现在中更新世古人类的研究中，故部分研究者不再附加描述语句就将其以接近“古老

型智人”的概念直接使用[93-97]。
“archaic hominin”一词在20世纪末就已见诸文献。1999年，Howell[98]在综合介绍更

新世人族成员（Pleistocene hominin）的古老类群（paleo-demes）时使用了“archaic homi-
nin”一词：“......有大量的证据证实一种独特的archaic hominin在孤岛上生存了下来。”这

句话出现在介绍印尼直立人地点昂栋（Ngandong）的章节。作者在文中介绍了非洲、东

亚大陆、东南亚、欧亚大陆西部的多个古老类群（paleo-demes），包括直立人、古老型智

人、尼安德特人，甚至以克罗马农人为代表的早期现代人。可见在该处，“archaic homi-
nin”一词本身并无实际意义，也是类似于中文“古人类”的泛指词汇，具体指示哪个类

群还需通过所在段落的具体语境来判断。2000年，Pearson等[99]在研究赞比亚蒙布瓦

（Mumbwa）洞穴出土的人类化石时使用了如下表述：“来自中、晚更新世欧洲和非洲的

尼安德特人与其他archaic hominins往往具有大致相等的股骨中部前后和内外径。”此处的

“archaic hominins”一词本身同样不直接指示任何古人类类群，但配合句中其他内容可知

该处的“archaic hominins”含义接近“古老型智人”。故“archaic hominin”一词的情况和

“archaic hominid”相同，本身仅是类似“古人类”的泛指词汇，需另加描述语句来表明

想要具体指示的类群。由于频繁出现在与中更新世人类相关的研究中，故被部分作者以

约定俗成的方式直接当成类似“古老型智人”的术语使用[33,100-106]。但实际上，“archaic
hominin”一词指代的人类类群从未固定，视情况还被用于南方古猿、傍人、图根原初

人、弗洛勒斯人等类群[107-112]。除此之外，“archaic hominin”一词在古DNA研究中出现频

率非常高，一般在讨论“archaic hominin”和现代人祖先的基因交流问题时使用[113-117]。
“archaic Homo”一词的使用至少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Rightmire[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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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奥杜威峡谷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时使用了“archaic Homo”来归类标本。在该文

中，“archaic Homo”不但包括奥杜威从早更新世晚期到中更新世的标本，还包括巴林戈

（Baringo）、特尼芬（Ternifine）、周口店等直立人或类似于直立人的人类化石标本。相

似的用法还出现在1984年Trinkaus[119]关于人类股骨化石KNM-ER 1481A的研究论文中。在

该文中，作者使用“archaic Homo”一词将直立人、古老型智人甚至尼安德特人都包括在

内，目的是与早期现代人形成对比。2023年，Ruff和Wood[120]对“archaic Homo”应包括

的类群做了较为明确的定义：“除纳莱迪人和弗洛勒斯人以外的、解剖学上非现代的中更

新世和晚更新世人属成员应被归入archaic Homo”，“archaic Homo包括先驱人、海德堡人

和尼安德特人”。若以2023年Ruff和Wood[120]的最新定义为准，那么“archaic Homo”所覆

盖的标本包括东亚的“早期智人”。

2.4 海德堡人

1908年，Schoetensack以德国海德堡市出土的毛尔（Mauer）下颌骨为正型标本建立人

属新种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121]。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海德堡人”一词的使

用场景非常有限，仅作为指代毛尔下颌骨的术语出现在与直立人下颌骨的对比分析中[122]。
1974年，Stringer在对佩特拉罗纳头骨化石进行分析时认为，佩特拉罗纳头骨与毛尔

下颌骨可能存在密切的联系，尽管两者在尺寸上似乎并不匹配[123]。1979年，Stringer在综

合对比更多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欧洲中更新世的人类化石与非洲同时代的人类化

石联系更为密切，而不是亚洲的直立人。虽然佩特拉罗纳未发现的下颌骨与毛尔下颌骨

必然具有不同的形态，但鉴于特尼芬和阿拉戈（Arago）下颌骨在人群内部所展示的巨大

变异，扩大佩特拉罗纳所属人群的变异范围并将毛尔下颌骨包含进去是非常合理的。用

“海德堡人”一词来指代这一人群，并将其作为介于直立人和后来智人之间的“等

级”（grade）是可行的[81]。到1983年，在进一步讨论佩特拉罗纳头骨的年代和形态问题

时，Stringer不再沿用之前将海德堡人视为人类演化某一“等级”的思路，而是完全采用

支序系统学的思想来讨论海德堡人在人类演化树上的位置，并提出了三种假设：①直立人

之后分离出来的独立的种；②智人所在演化支的干群（stem group）；③由于接近尼安德特

人和现代型智人演化支的分异节点而无法在演化树上准确定位。Stringer认为第三种假设

很可能成立，即海德堡人非常接近尼安德特人和现代型智人共同祖先可能具有的形态[92]。
1986年，Tattersall撰文讨论古人类学研究中关于物种识别的各种问题[124]。首先，

Tattersall反对滥用亚种，他认为“亚种这一类别仅是一种附带现象，并不应获得与物种

同等的关注。如果在化石记录中存在截然不同的形态，就不能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

将其降级为亚种”。其次，Tattersall反对在物种内使用“古老型”等词汇，认为“古人类

学家总是倾向于在同一物种内部分辨‘古老’（archaic）和‘解剖上现代’（anatomically
modern），却没有认识到将这些截然不同的形态类型塞入同一物种的理由并不充分”。同

时，Tattersall还驳斥了Stringer对于演化“等级”的使用，认为“等级”这一概念“从未

186 史 前 考 古 第 1 卷



被《国际动物命名法规》承认，也并未于任何客观意义上在自然中被发现”。Tattersall认
为：“只有当物种在形态学上被充分定义时，适当的比较才能进行，即通过物种间特征状

态的分布来提出系统发育的假说。将多样的形态归入某一‘等级’只会将这个流程扼杀

在开始之前。”对于欧洲和非洲中更新世的人类化石，Tattersall认为有几种不同的形态类

型是可以区分出来的，他们彼此不同，也与现生的智人不同，这里面包括尼安德特人、

海德堡人，可能还有斯坦海姆人（Homo steinheimensis）。
1988年，Rightmire综合讨论了当时关于中更新世人类的几种主流演化观点[125]。他赞

同将欧洲和非洲中更新世的人类化石归入一个不同于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晚近现代人

的单独类群，即海德堡人，反对Stringer将直立人之后的古人类化石划分为智人的一系列

等级的做法，同时否定自己之前使用亚种来指代非洲的古老型智人以与欧洲的尼安德特

人相区分的提倡。Rightmire认为，“重要的是化石被分类成可以作为进化单位而非进化等

级来描述和研究的群组”，欧洲和非洲中更新世的人类化石“最好被归入一个独属自己

的物种之中”，并在总结中认为，“除非所有有效的物种都被识别和描述，否则不可能重

建人类的系统发育树”。

经过十余年的争论，“海德堡人”一词的内涵在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固定下来，即一

个正式的人属物种（而非人类演化过程上的某个等级或阶段），其成员来自中更新世的

欧洲、非洲甚至亚洲，所包括的人类化石在形态上不同于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

他们与直立人共享一些原始的性状，但也具有一系列的衍征，且部分衍征是联系海德堡

人与智人的共有衍征[125]。之后所有涉及海德堡人的讨论都在这一基础上展开。

2.5 大荔人、马坝人、龙人

学者曾依托东亚中更新世晚期的古人类化石建立过三个人属物种：大荔人（Homo
daliensis）、马坝人（Homo mabaensis）和龙人（Homo longi）。1981年，吴新智[86]在研究陕

西大荔县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时认为，大荔人是我国连续的人类进化线上的一个成员，

与尼安德特人在不少人种特征上彼此不同，因此它可能代表一个新的亚种：智人大荔亚

种（Homo sapiens daliensis）。这一亚种名在之后被学界认可并被广泛引用[23,98,126-129]。2004
年，Etler[130]在讨论中国直立人之后的古人类时将大荔人提到种一级进行讨论。2010年，

Bae[131]在讨论东亚中更新世晚期的古人类化石时认为，可以用大荔人来代表东亚北方中

更新世晚期的人类化石。

1959年，吴汝康和彭如策[132]在研究广东韶关马坝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时认为它可能

是“早期的古人类型”。1965年，Kurth在论文中使用了如下表述：“也许直立人马坝亚种

（H. e. mabaensis）应该被添加到南方更晚（中更新世末期? ）的层级中。”[133]2010年，

Bae[131]在讨论东亚中更新世晚期的古人类化石时将马坝人提到种一级进行讨论，并认为

可以用马坝人来代表东亚南方中更新世晚期的人类化石。这种将马坝人作为正式人属物

种使用的方法得到部分研究的认可[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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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Ji等[137]认为发现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最小铀系年代为距今14.6万年的头

骨化石表现出独特的衍征和祖征的组合，这些特征支持以哈尔滨头骨为正型标本建立人

属新种龙人。该新种区分于其他中、晚更新世的人类类群，如智人、直立人、尼安德特

人、海德堡人/罗得西亚人。Ni等[37]系统发育分析的结果支持哈尔滨人和大荔人、金牛山

人、华龙洞人、夏河人构成一个单系群。

3 东亚“早期智人”演化地位的已有观点

3.1 东亚“早期智人”是本土直立人向现代人连续演化的过渡类型（图2A）

东亚的“早期智人”不排除是本土直立人向现代人连续演化的过渡类型的可能性。

1984年，Wolpoff等[138]在通过东亚化石证据分析现代智人的起源时认为：“整个东亚地区

古人类的演化导致了现代人群的出现，该过程既不伴随成种事件，也没有来自其他地方

人群的大量涌入”；“东亚人属的进化是渐进的（连续的，尽管不一定始终处于恒定的速

度），而不是断续的”；“周口店、蓝田、和县等中国早期标本通过一些特征与中国现代

人群，以及来自大荔、马坝、许家窑和其他出土不太完整材料遗址的中间形态化石联系

在一起”。1988年，吴新智[83]在对比中国和欧洲的早期智人化石后认为：“从直立人经早

期智人到晚期智人，中国的古人类是连续进化的，与欧洲有一定程度的隔离。”吴新智[87]

于1998年据此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

中国的“早期智人”确实保留了一系列古老的解剖特征，其中部分特征明显与直立

人相关[42,83,87,139,140]。东亚人类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现代人始终保留的特征包括

后部齿尺寸减小、面高降低、面部横向扁平、相对较高的铲形门齿出现频率、矢状隆

起、额窦减小、下颌骨外生骨疣等[138]。

3.2 东亚“早期智人”属于海德堡人（图2B）

有观点认为，中更新世欧洲和非洲的新类型古人类同属一个类群，该类群代表了尼

安德特人和智人的最近共同祖先（last common ancestor），一般通过上文中提到的海德堡

人来指代[3,141-143]。1998年Rightmire在综合论述中更新世的人类演化以及海德堡人的地位

时提到了该观点：“一种可能是来自非洲和欧洲的化石可以被归入一个类群，合适的称呼

为海德堡人”；“海德堡人不单是尼安德特人的祖先，还是现代人的祖先”[141]。支撑该观

点的证据主要是中更新世欧洲和非洲人类化石在整体形态上极强的相似性[136,144]。2008年
Rightmire在讨论是否应将中更新世早期的欧洲化石排除在非洲中更新世人群之外时便认

为：“从人群结构的角度来看，当考虑到个体变异的冗余时，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异可以把

这些化石分成不同的类群。”[143]

如果海德堡人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最近共同祖先的观点成立，且这一类群在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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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那么鉴于全世界“早期智人”整体相

似的形态特征，东亚的“早期智人”可同样被归入海德堡人，成为海德堡人在东亚地区

的本土类型[3,131,141,144-147]。Manzi更进一步，将中国以大荔头骨为代表的中更新世人类化石

归入海德堡人大荔亚种（Homo heidelbergensis daliensis），并认为该亚种除包括中国的大

荔人、金牛山人外，还包括在西伯利亚南部丹尼索瓦洞中发现的人类化石以及印度的讷

尔默达（Narmada）头骨化石[146,148]。

3.3 东亚“早期智人”是丹尼索瓦人（图2C）

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早期智人”就是丹尼索瓦人。2008年，西伯利亚南部的丹尼

索瓦洞出土了一件未成年人类的指骨残段化石，基因组序列分析显示它代表了一种迄今

为止未知的古人类类型——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113,149]。目前，丹尼索瓦洞出土的

丹尼索瓦人化石包括一件指骨残段、三颗牙齿、一件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后代的长

骨碎片[113,149-152]。分子数据支持丹尼索瓦人是尼安德特人的姊妹群[113,150,151,153]。由于现生

的东亚人、美拉尼西亚人、巴布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美洲原住民都拥有不同比例的丹

尼索瓦人基因[113,154-156]，至少有两个不同的丹尼索瓦人群体与现生东亚人的祖先混合[157]，
故丹尼索瓦人被认为在晚更新世广泛分布于亚洲地区。

2019年，Chen等[33]对甘肃省夏河县白石崖喀斯特洞穴中发现的人类下颌骨化石进行

了古蛋白分析。结果显示，夏河下颌骨化石所代表的古人类类群与丹尼索瓦人关联密

切，故作者认为夏河下颌骨化石提供了生活在阿尔泰山之外的丹尼索瓦人的直接证据。

2020年，Zhang等[158]从白石崖洞约10万前、约6万前甚至晚至约4.5万年前的沉积物中提取

到了丹尼索瓦人的线粒体DNA，进一步证实了丹尼索瓦人对白石崖洞的长期占领。2021
年，Ni等[37]通过贝叶斯支端定年法构建的人属系统发育树显示，夏河下颌骨化石与哈尔

滨、大荔、华龙洞、金牛山发现的人类化石位于同一演化支，这表明包括夏河下颌骨化

石在内的部分中国中更新世人类化石在形态上具有密切联系。

4 讨论

4.1 “早期智人”相关术语提出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本文所讨论术语的提出多有其历史背景，反映了当时古人类学科的主流观点和发展

趋势。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古人类化石的分类系统经历了大规模的合并与简化。以现

在被归入直立人的古人类化石为例，他们在被发现时都曾建立新属新种，如印尼爪哇岛

发现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159]或古爪哇魁人（Mega-
nthropus palaeojavanicus）[160]，中国周口店发现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北京猿人（Sinanthro-
pus pekinensis） [ 1 6 1 ]，北非阿尔及利亚发现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毛里坦阿特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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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nthropus mauritanicus）[162]等。但这些化石后来都被并入直立人[163-165]。1963年，

Campbell[166]在讨论定量分类和人类演化时，在人属内仅保留了直立人和智人两个物种，

同时在两个物种内识别了多个年代或地区亚种。这一分类方法建立在①人类演化轴上不

同分类单元的边界可以被确定，②人属在演化的任意时间点都不会同时存在超过一个物

种的前提条件下。

这种分类观点的影响很大，对已命名物种的消除使得研究者长期以来只能对早更新

世和中更新世的古人类标本进行简单二分——直立人或智人[167]。这导致了“early Homo
sapiens”和“archaic Homo sapiens”两种表述方式的出现。这两个术语所指示的化石标本

在形态上明显不同于直立人和智人，但又受限于当时的学术主流观点必须被放置在这两

个分类单元内，故只能以添加修饰词的方式来与典型的直立人或智人区分。它们在最早

使用时均与“late Homo erectus”同时出现，以此来强调化石形态的过渡状态。后来词义

逐渐固定，“early Homo sapiens”和“archaic Homo sapiens”成为与直立人、智人类似的较

为正式的分类单元。

“海德堡人”一词内涵的扩大和再利用则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支序系统学思想影响

古人类学研究的历史背景[168]。支序系统学将一系列相关类群的特征分为祖征（plesiomor-
phy）、共有祖征（symplesiomorphy）、衍征（apomorphy）、共有衍征（synapomorphy）和

自有衍征（autapomorphy）。祖征指某一类群从其祖先类群那里直接继承而来的特征，衍

征是祖征演化后产生的新特征，共有衍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类群共享的衍征。两个类群

间可以识别的共有衍征越多，它们的演化关系就越近[169]。也就是说，当使用支序系统学

的思想构建系统发育树时，分析中的每个类群必须通过他们的形态特征充分定义，因为

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识别各个类群间的共有衍征。故使用支序系统学方法分析人类演化的

前提条件是所有古人类化石都归入在形态上严格定义的不同物种之中[124]。在20世纪70年
代，形态差异极大的早更新世晚期或中更新世古人类化石都被简单二分在直立人或智人

之中，再在内部以“古老型”或“早期”等修饰词与真正的智人区分，这种分类方式不

满足支序系统学分析的前提条件。故研究者引入已有物种“海德堡人”来容纳这些古人

类标本，进而更加符合当时物种分类和演化研究的大趋势。

4.2 “早期智人”相关术语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是否适用?

在本文介绍的术语中，中文术语“早期智人”是由中国研究者提出的概念，该词的

出现和含义的演变有较为清晰的历史路径。中文术语“早期智人”和英文术语“early
Homo sapiens”在初始出现时的内涵并不相同，后来词义逐渐趋于一致。中文术语“古老

型智人”能与英文术语“archaic Homo sapiens”直接对应，可以视为后者的直译。中文术

语“古老型人类”无法在英文研究中找到直接对应的概念，英文词汇“archaic homini-
d”“archaic hominin”“archaic Homo”甚至非正式表述方式“archaic human”都表达了类

似的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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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提出这些术语的理由各异。如中文术语“早期智人”一词的提出是为了与“晚

期智人”对应，从而同时强调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类型古人类的相似性和差别：同为

“智人”表明了体质特征上的相似性，分列为早期、晚期反映了社会经济形态或物质文

化的较大差别[64,67]。“古老型智人”一词的提出是为了避免“尼安德特人”概念的扩大与

滥用，为与尼安德特人古老程度相似的非尼安德特人提供一个合适的称谓[78]。英文术语

“archaic hominid”“archaic hominin”在最初使用时均是类似“古人类”一类的泛指词

汇，具体指示哪个类群须看定语、状语的具体修饰。虽然在构筑术语的初衷上并不一

致，但发展到后期，“早期智人”“古老型智人”“古老型人类”所指示的古人类类群已

基本一致，均类似于“海德堡人”。

在指代中更新世的古人类类群时，我们到底应使用“早期智人”“古老型智人”“古

老型人类”一类在词义上更加宽泛的术语，还是使用“海德堡人”一类在形态上严格定

义的正式物种名称? 长期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毫无疑问，一个明确的种名更

加符合支序系统学思想，但中更新世的人类演化问题复杂、化石形态多样性高，对于这

一时段世界范围内存在哪些人类演化链条，每一演化链条内应划分几个年代种，不同年

代种之间的形态边界如何确定，每一物种内应包含哪些化石标本，甚至是这些物种的命

名，不同研究者的观点差别巨大，在更多证据出现之前几乎无法达成共识。但学术讨论

只有存在基本共识时才可进行，故“早期智人”“古老型智人”“古老型人类”等在构词

和定义上容错率更高的术语仍将长期存在。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东亚中更新世晚期的古

人类，因为人属物种名称“大荔人”“马坝人”“龙人”的使用历史和覆盖标本均存在争

议。Bae[131]在2010年表达过类似观点：“在对东亚人类演化记录的了解更加深入之前，我

建议更加谨慎地使用物种名。一种更简洁的方法可能是继续将这些古人类称为‘古老型

智人’。”

在本文提到的术语中，“古老型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和“archaic Homo”所

指示的类群有正式的定义，本身词义也不易与其他术语混淆。但由于古人类学学科的发

展，“古老型智人”一词提出时占主流的线性演化思想和演化阶段论基本被抛弃，被认为

属于“古老型智人”的化石标本可能并不位于智人演化支系。其他术语中，“早期智

人”（early Homo sapiens）在某些使用场景下内涵更加近似“早期现代人”（early modern
human）或是“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即明确属于智人但

残留了某些古老特征的古人类类群[76,101,102,170-174]。中文术语“古老型人类”在词义上太过

宽泛，不利于读者直接判断所指类群的演化位置。英文术语“archaic hominid”“archaic
hominin”指示哪个类群须看定语、状语的具体修饰，其概念从未固定。因此，在指代东

亚中更新世晚期的人类化石时，可通过地域和时代加以限定，中文使用“东亚中更新世

晚期古老型人类”，英文使用“East Asian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archaic Homo”。
在东亚中更新世晚期的三个人属物种中，“马坝人”提出最早（1965年，直立人马坝

亚种Homo erectus mabaensis），“大荔人”次之（1981年，智人大荔亚种Homo sapien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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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nsis），“龙人”最晚（2021年，Homo longi）。根据4.1的讨论可知，20世纪40年代后人

属的分类系统不断简化，在内部仅保留直立人和智人两种，其余化石均以亚种的形式归

类于直立人或智人之中，如“海德堡人”被重新分类为“直立人海德堡亚种”，“尼安德

特人”被重新分类为“智人尼安德特亚种”[166,167]。“直立人马坝亚种”和“智人大荔亚

种”均在该历史背景下被提出。Bae[131]在2010年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地用‘马坝人’来

代表所有传统上分配给东亚古老型智人的化石，因为它是最早被发现和充分研究的古老

型智人化石之一。”不过“直立人马坝亚种”在1965年被提出时仅在讨论部分出现，文献

本身并不关注马坝人的具体形态特征和演化地位；1981年提出“智人大荔亚种”的论文

则详细介绍了大荔头骨化石的背景信息且充分分析了其形态特征，并在与直立人、尼安

德特人、现代人进行充分对比的前提下提出了对大荔人的分类建议[86]。Bae等[133]在2023
年认为，“马坝人”和“大荔人”因提出更早而对“龙人”具有使用优先权的观点并不成

立，因为它们均是以亚种而非正式人属物种的形式提出的。2023年，Grün和Stringer[53]在
讨论是否有必要为哈尔滨头骨建立一个独立物种“龙人”时认为：“鉴于大荔头骨有一个

已经存在的物种名‘大荔人’，这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名称。”

4.3 东亚“早期智人”演化地位的其他可能性

如上文所述，学术界对于东亚“早期智人”的演化地位存在多种不同观点，包

括：①东亚“早期智人”是本土直立人向现代人连续演化的过渡类型，②东亚“早期智

人”属于海德堡人，③东亚“早期智人”就是丹尼索瓦人。除此之外，近些年来新的化

石、分子、年代、考古证据还可支持其他几种可能性。

4.3.1 东亚“早期智人”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支系分化之前分离出来（图2D）
有观点认为，非洲和欧洲的古人类并不存在一个长期生活在中更新世的最近共同祖

先，两者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分化并作为独立的支系分别演化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175]。
有分子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所组成的支系与现代人的分异时间在距

今76.5万—55万年[154]。除此之外，尼安德特人的自有衍征和遗传结构在欧洲人类化石上

的出现时间非常早。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尔卡（Atapuerca）山的胡瑟裂谷（Sima de los
Huesos）遗址年代为距今约43万年[176-179]，该遗址个体的颅穹前部、面部、下颌骨、牙齿

均出现了典型的尼安德特人衍征[179-185]，线粒体基因组和核DNA序列的分析结果也表明该

人群位于尼安德特人演化支上[186,187]。如果以胡瑟裂谷遗址个体为代表的早期尼安德特人

的牙齿不存在意外的迅速演化事件，那么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分化时间可能早于80万
年前[188]。同样位于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尔卡山的格兰多利纳（Gran Dolina）遗址年代为距

今约95万—77万年[189-191]。该遗址的人类化石具有独特的颅骨、下颌骨和牙齿组合特征，

研究者为其建立人属新种先驱人（Homo antecessor）[192]。先驱人的牙齿在保留人属原始特

征的同时还兼具早、中更新世欧亚人类的独有特征，且部分欧亚特征被欧洲中更新世人类

保留，之后成为尼安德特人支系的典型特征[106,192-195]。牙齿蛋白质组的分析结果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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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人是一个与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最近共同祖先关系密切的类群[196]。
若该观点正确，那么东亚“早期智人”的起源可能发生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支系还

未分化、尼安德特人的自有衍征出现在欧洲之前，因为在东亚中更新世晚期的人类化石

中，大荔、金牛山、哈尔滨、华龙洞等人类化石在颅牙特征上与尼安德特人差别明显，

不呈现尼安德特人的自有衍征[20,36,37,41,197-200]。例外的是，许昌人具有与尼安德特人相似的

内耳迷路模式及枕外隆突上凹，许家窑人具有与尼安德特人相似的内耳迷路模式、两水

平型的鼻底以及一些与尼安德特人相似的下颌骨和牙齿特征[21,39,40,91,201,202]。然而，仅通过

少量特征还不能可靠地将许家窑人和许昌人与尼安德特人支系联系起来。在枕外隆突上

凹这一特征上，Zhang和Li[203]认为相较尼安德特人，许昌2号头骨与晚更新世的智人更加

相似。不仅如此，许家窑人和许昌人的形态特征组合也不能代表东亚中更新世晚期的主

要人群。

该假说成立的难点在于解释东亚“早期智人”在中更新世早期的化石缺环。目前

东亚最古老的“早期智人”是距今约30万年的华龙洞人[20]和距今约36万—31万年的巢

县人[204]，与分子证据重建的智人—尼安德特人分异时间和尼安德特人自有衍征最初出现

的时间差距明显。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分异时间可能更晚。如Weaver
等[205]通过分布在世界不同区域的现代人群和尼安德特人的37项标准颅骨测量数据重建出

两个类群的分离时间为31.1万年或43.5万年前，同一作者的另一项相似研究估算得出尼安

德特人和现代人的分离时间为28.1万年或40.5万年前[206]；Green等[114]通过DNA序列计算得

到尼安德特人和现生现代人类在44万—27万年前分开；Endicott等[207]通过5例尼安德特人

和54例现代人的线粒体基因组推断得出他们祖先人群内部的遗传分异过程开始于约44万
—41万年前。

4.3.2 东亚“早期智人”由欧洲不属于尼安德特人支系的中更新世人群迁徙到东亚形成

（图2E）
还有一种观点既支持中更新世的非洲和欧洲存在一个统一的古人类类群，也承认欧

洲的尼安德特人是一个连续的演化支系并在人类演化树上具有很深的根部。在此前提

下，欧洲至少存在两条独立的人类演化链条，一支指向后来的尼安德特人，另一支不具

有尼安德特人自有衍征并与非洲中更新世人群具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如果这一观点正

确，那么中国的“早期智人”可能由欧洲不属于尼安德特人支系的中更新世人群迁徙到

东亚形成。

如Tattersall[208]认为：“中更新世的欧洲同时存在两条不同的人类支系。海德堡人的欧

洲分支在这一时期结束时灭绝，尼安德特人支系则在智人侵入之前垄断了这一地区。”

在该观点中，毛尔下颌骨、阿拉戈下颌骨和佩特拉罗纳头骨等标本并不具有尼安德特人

分支的颅骨共有衍征，他们应该与卡布韦（Kabwe）颅骨和博多人（Bodo）头骨等非洲

标本同属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分布的类群，即海德堡人[208,209]。Martinón-Torres等[183]认
为：“毛尔下颌骨是一个有问题的正型标本，因为他很难通过尼安德特人衍征与其他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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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新世标本联系起来”；“两个或更多的古人类支系在中更新世的欧洲共存，一支以胡

瑟裂谷人群为代表，另一支包括阿拉戈下颌骨和毛尔下颌骨等更原始的化石”。

Manzi[146,148]将欧洲中更新世导向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归入海德堡人斯坦海姆亚种（Homo
heidelbergensis steinheimensis），将非洲中更新世导向智人的化石归入海德堡人罗德西亚亚

种（Homo heidelbergensis rhodesiensis），再将欧洲和非洲具有明显古老特征或不具有两地

血统的标本统一归入海德堡人海德堡亚种（Homo heidelbergensis heidelbergensis）。
4.3.3 东亚“早期智人”在中更新世由非洲迁徙而来（图2F）

还有一种可能是非洲中更新世人群向外扩散并迁徙到中国，成为东亚的“早期智

人”。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是东亚“早期智人”的部分形态特征已经接近智人。大

荔、金牛山、哈尔滨、华龙洞等东亚“早期智人”化石具有明显更像智人的中面部形

态[20,37,200,210,211]。除此之外，华龙洞人下颌骨具有更加垂直的下颌联合部和明显的颏三

角，咬合形态简单，这均与现代人类似[20,198]。在Ni等[37]通过贝叶斯支端定年法构建的

人属系统发育树中，金牛山、大荔、华龙洞、哈尔滨、夏河等东亚“早期智人”所在

的演化支与智人演化支距离最近。故东亚的“早期智人”可能是在中更新世由非洲迁

徙而来。

4.3.4 东亚“早期智人”的形态多样性

东亚中更新世晚期的人类化石具有极高的形态多样性。刘武和吴秀杰[91]认为这一时

期东亚人类化石的形态特征表现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具有较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共同

特征，第二类具有较多原始特征（类似直立人），第三类具有较多进步或现代人特征，

第四类具有独特的形态特征组合（如巨颅）和其他古人类成员（如尼安德特人）的特

征。本文在总结前人三种观点的同时还提出了三种其他的可能性，目的在于解释东亚中

更新世晚期古人类极高的形态多样性背后隐含的复杂演化信息。鉴于该现象，我们无法

排除中更新世晚期的东亚同时存在多个古人类类群或多条人类演化支系的可能性。

在本文关于东亚“早期智人”演化地位的六种观点中，目前的国际主流观点并不支

持东亚“早期智人”是本土直立人向现代人连续演化的过渡类型，而是倾向于认为东亚

的智人由非洲直接扩散而来[212-215]。除此之外，由于大量的形态和分子证据支持尼安德特

人支系的较早出现时间，东亚、非洲、欧洲中更新世的人类不太可能属于一个统一的古

人类类群（海德堡人），故“东亚‘早期智人’是海德堡人在东亚地区的本土类型”这

一假说的前提条件可能不成立。对于剩下的四种观点（东亚“早期智人”是丹尼索瓦

人，东亚“早期智人”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支系分化之前分离出来，东亚“早期智人”

由欧洲不属于尼安德特人支系的中更新世人群迁徙到东亚形成，东亚“早期智人”在中

更新世由非洲迁徙而来），我们还需要更多新的证据来进一步支持其中一种或多种观点

的合理性。

为解决上述问题，建议在未来开展如下工作：①对目前不够准确或存在争议的东亚

“早期智人”年代进行重新测定，为东亚中更新世人类演化问题的讨论提供精细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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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②以统一的标准提取世界范围内中更新世“早期智人”的测量和非测量性状，建

立详细的形态矩阵并依此开展系统发育分析和定量形态分析，进而综合判断东亚这些特

殊人群的演化地位；③尝试对更多的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进行分子数据，尤其是

古蛋白数据的提取分析，获取遗传与表型数据相互支持的全证据链。

图2 东亚中更新世晚期“早期智人”几种可能的演化路径
Fig. 2 Possible evolutionary status of East Asian early Homo sapiens

A 东亚“早期智人”是本土直立人向现代人连续演化的过渡类型

B 东亚“早期智人”属于海德堡人

C 东亚“早期智人”就是丹尼索瓦人

D 东亚“早期智人”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支系分化之前分离出来

E 东亚“早期智人”由欧洲不属于尼安德特人支系的“早期智人”迁徙到东亚形成

F 东亚“早期智人”在中更新世由非洲迁徙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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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ologies associated with “early Homo
sapiens” and their evolutionary status

ZHAO Yuhao1,2, XING Song3
1.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3 Key Laboratory of Vertebrate Evolution and Human Origin,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During the Middle Pleistocene in East Asia, a unique group of hominins displaying
anatomical features intermediate between Homo erectus and Homo sapiens emerged. This group has
been referred to by various terms including early Homo sapiens, archaic Homo sapiens, archaic
Homo, Homo heidelbergensis, and Homo daliensis. This work outlines the appearance and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these term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se terms mainly reflects the
predominant perspectives and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Paleoanthropology at that times, mainly
related to the consolid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the fossil classification system since the 1940s and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ladistics in paleo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during the 1970s. When
referring to the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human fossils from East Asia without specifying a species,
“East Asian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archaic Homo” is a proper term. When taxonomic
nomenclature is necessary, the earliest formally proposed name, Homo daliensis, can be used.
Currently, there are three primary perspectives regarding the evolutionary status of East Asian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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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Pleistocene archaic Homo: 1) it represents a transitional group within the lineage evolving
continuously from indigenous Homo erectus to modern humans; 2) it belongs to the Homo
heidelbergensis lineage; 3) it corresponds to Denisovans. Incorporating recent advancements in
morphological, molecular, chron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ree
additional hypotheses: 4) it diverged before the split between Homo sapiens and Neanderthals; 5) it
emerged through the migration of European Middle Pleistocene hominins not related to the
Neanderthal lineage; 6) it originated from Africa during the Middle Pleistocene.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hominins in East Asia present high morphological diversity, suggesting the potential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archaic groups or evolutionary lineages.
Keywords Homo mabaensis; Homo longi; Homo erectus; Hominidae; Homin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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